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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日本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於 2012年第二次取得執政權以來，如何振興

日本長期以來低迷的經濟景氣，同時因應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現象所帶來的社

會結構轉型，成了其擔任內閣總理大臣首要面對的挑戰。若按照人口減少趨

勢，在現狀不變的情況下，總人口預計將由 2010年的 1,280,060,000人，劇減

至 2060年的 86,470,000人。年輕人口群由地方往三大都市圈（東京、大阪、

名古屋）集中的現象，一方面造成地方的人口流出與低出生率，另一方面亦

在工作競爭環境的影響下，形成都市的超低出生率（增田寬也，2019）。而日

本政府於 2015年提出的「地方創生」政策，其目的即在避免人口減少可能

產生的「地方消滅」，以及「東京一極化」等現象；另一方面，該政策亦希

望透過地方自主性地對相關產業發展方案的提出，藉以振興地方經濟，吸引

人口移住，以達區域平衡（内閣官房まち•ひと•しごと創生本部事務局，

2015）。而除了地方創生政策外，日本政府同時亦針對現有以兒童與老年照

顧為主的相關措施，於 2016年提出「地域共生社會」政策。該政策試圖在

結合地方創生政策的前提下，透過地方政府、住民自治團體，以及營利或非

營利組織的合作，結合正式與非正式照顧，提供在地居民相關之照顧服務，

以減少家庭因就業而產生之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待機兒童、照顧離職、孤獨

死等社會問題。

地方創生政策直接地涉及了區域人口平衡的目標，而地域共生社會則是

與地方社區居民的福利需要滿足有關，兩者均致力於地區人口總量目標的維

繫。然而在日本既有文獻的討論中，大多是在平衡地區人口的策略（如：增

田寬也，2014；小田切徳美，2014），或是照顧需要的相關制度脈絡下進行

分析（如：筒井孝子，2012；落合惠美子，2015）。但對於這兩者之間可能

產生的工作和照顧連結關係，則較少進行制度和政策層面意義的討論。對日

本而言，在少子女化和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地方就業機會的創造固然對人口

回流有其意義；但地方照顧需要基本機能的維繫，是透過何種機制與就業機

會的創造來進行連結，從而滿足家庭和個人基本需要，以降低市場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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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化後果，則另有其重要的涵義。此外，在全球化與後工業化持續進

展的同時，面對過去以福利國家為中心的財政資源匱乏，以及公民權利和責

任的斷裂，地方社區如何在國家重分配資源有限的結構下，透過自主性的共

同參與，分散社會風險，同時培育地方社區居民自主解決生活需要的能力與

責任，是近年來福利國家轉型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而對於工作與照顧形成的照顧體制而言，以家庭為主之血緣社會與家庭

主義傾向，是日本作為東亞福利體制代表最主要的特性。然而在跨越家庭與

社會群體的連結上，日本社會則顯得較為冷漠與忽視（広井良典，2016: 23–

25）。過去東亞福利國家的照顧體制，是在家戶為主的性別分工預設中，透過

經濟成長為主、社會政策重分配手段為輔的政策工具，以作為生產與社會再

生產的循環基礎。但隨著人口、產業結構，以及就業型態的變遷，上述架構

在近年來的社會改革中面臨著結構性的調整。少子女化和人口老化所帶來的

照顧赤字，以及照顧無償化與性別盲的議題（相馬直子、山下順子，2017），

一直以來是東亞福利國家體制亟需積極面對與解決的重心。而日本地方創生

與地域共生社會的政策架構，在尋求透過建立地方產業和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回應社會問題時，它在生產與社會再生產聯繫關係的理論基礎是什麼？透過

由市場、財產擁有民主構成的市民經濟，以及共享資源和社區經濟構成之公

民經濟的理念型建構與對話，我們試著回答該國在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關係的

變化，以及其所具有的理論意涵。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文的問題意識如下：首先，我們擬對市民經濟

與公民經濟的理論進行對話，以釐清其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連結意涵的差

異。其次，我們擬在既有日本相關政策和研究文獻的基礎上，深化地方創生

與地域共生社會政策中的工作—照顧關係，特別是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福利

理論連結與制度涵義。最後，對於地方居民在工作和照顧議題上的決策參

與，其在日本政策上的理論與實踐的內涵是什麼？我們擬透過近年來福利國

家體制理論的發展、挑戰，以及反思，特別是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對工作與

照顧的討論，分析日本上述兩政策與制度變革的涵義。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壹部分是前言，我們將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

問題意識。第貳部分，本文將討論近年來社會福利理論對福利國家體制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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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批判，說明工作與照顧問題的核心；同時藉由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的理

論對話，突顯本文欲討論的所有權、重分配機制、工作—照顧勞動，以及決

策參與等議題。在第參部分，我們將就日本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發

展，以及相關的文獻評論進行整理。除釐清這兩個政策所關切的焦點外，並

就其對傳統以家庭為核心的照顧體制變化進行討論。在第肆部分，本文將藉

由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形式的研究架構，對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進

行分析，同時說明其發展的限制與未來的挑戰。最後則是結論。

貳、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中的 
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關係

全球化與後工業轉型，以及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

使得全球各民族國家面臨既有生產與再生產連結關係的制度性調整。日本提

出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政策，目的即是在因應「縮小社會」趨勢下的全

新社會結構，同時並將焦點置於地方的人口回流，以及社區整體照顧系統的

建立。以下我們將透過市民經濟和公民經濟的理論性對話，嘗試將工作與照

顧關係相互連結，藉以作為分析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政策的理論架構。

一、照顧勞動的互惠性：從家戶責任到社群共同責任

㈠家庭化╱去家庭化的討論與雙家計者照顧模式
家庭化與去家庭化的討論，係建立在福利國家結構轉型的論述基礎上。

Esping-Andersen將這樣的討論置於家戶經濟的同時，並將之與兒童照顧和老

年年金保障連繫起來，形成所謂的生命歷程政策。而在 2009年的著作《未完

成的革命》（Esping-Andersen, 2009）一書中，Esping-Andersen試著以生命歷

程政策的途徑，回應因人口結構快速變化而產生的新興社會問題。事實上，

來自於出生兒童的減少、對兒童投資的不足，以及人口老化等現象，已構成

了女性革命下新的不平等徵兆，以及社會極化的可能。是故，如何藉由以國

家、市場，與家庭為核心的生命歷程政策，回應上述的挑戰，成了福利資本

主義體制（福利國家）改革的討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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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ng-Andersen（2009: cha. 3, cha. 4, and cha. 5）提出之生命歷程政策改

革策略，主要訴諸於對兒童的投資、男性生命歷程的女性化，以及世代契約

的重構。首先，男性生命歷程的女性化，指的是在後工業結構轉變中，當家

戶經濟的穩定建立在雙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前提下，就業男性應積極參與家戶

中的照顧服務提供，以緩解家庭在女性積極參與勞動市場後所留下來的照顧

空缺。而這樣的倡議是與生命歷程的前後階段相互連結的：就後一階段而言，

當國家為因應人口老化而不得不緊縮老年年金的給付時，延長就業期間，並

提高就業能力，將成為保障未來退休世代所得的重要途徑；就前一階段而言，

透過對兒童照顧和教育的投資，則不僅有助於提升家戶生養兒童的意願，同

時亦對未來人力資本的提升有所助益。

因應後工業與人口結構轉變而提出的福利國家改革策略，基本上是以國

家、市場、家庭，以及其彼此之間的互動和相互支應，作為主要的訴求對

象。在既有以國家為主的社會安全制度裡，市場中的就業行為乃一般家戶獲

得所得的主要途徑。是故，當傳統以女性作為主要無償照顧者的分工形式，

隨著就業參與提高和後工業結構轉型而難以持續之際，原有的家內照顧不得

不倚賴家戶中的男性或市場分擔，以作為分擔家庭照顧和經濟的重要來源。

在此同時，福利國家亦藉由縮減年金支出和延長就業年齡，確保社會保險保

費或稅收來源，強化對兒童人力資本的相關投資，以維繫未來世代就業的穩

定性。而作為福利國家體制理念型的開創者，Esping-Andersen亦藉由上述的

途徑，回應福利國家長期以來忽略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透過就業參與，以及

男性在照顧上的家庭或市場分擔，女性得以取得經濟自主和協商的能力，從

而得以取得社會地位平等的機會。

㈡再生產、剝削關係，與社會解放
雙家計承擔者模式與福利國家的改革路徑，近年來受到 Nancy Fraser提

出強烈的質疑。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Fraser從社會再生產的面向，檢

視了不同時期資本主義體制中的國家、市場，與家庭間的歷史演變，其所蘊

涵剝削的關係，以及社會解放的階段性目標（Fraser, 2013: 127–129; 2016: 

103–105）。不論是 19世紀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之中，對女性與兒童勞動立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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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成就了中產階級女性之家庭主婦依賴現象，以及工人階級之女性因受限

了的就業參與而尋求地下經濟的謀生機會；亦或是在 20世紀國家管理資本

主義之中，透過核心國家（或家庭）對邊陲國家（或家庭）的生產剝削而成

就之社會法定權利，以及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的雙軌化對因照顧而未能就業

之女性形成的福利依賴；還是在 21世紀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下，藉由債務和

社會福利給付之削減，從而迫使女性進入低薪的照顧就業，以尋求家戶收入

的穩定性，進而放棄福利國家，轉向市場尋求解放的策略，均反映了以國家

或市場為主的社會解放路徑，以及其所面臨的侷限性。

Fraser進一步藉由 Karl Polanyi的雙向運動架構，說明了上述資本主義生

產與再生產的關係，是在以市場機制為核心的同時，透過國家社會安全制度

的結合，提供以家庭為主之照顧服務，以及去商品化之相關社會權利（Fraser, 

2011: 140–144）。雙向運動動態性地說明了這種市場與國家社會保障之間的過

程：即在以資本主義體制為主的歷史變遷中，人們一方面尋求國家對社會安

全制度的建立，以避免勞動力商品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人們亦同

時藉由國家對市場自我管制的可能，以尋求解放與追求自由獨立的可能。然

而這種市場鑲嵌和去鑲嵌的過程，將國家的角色侷限在與經濟的關係中，忽

略了社會的重要性。Fraser認為，Polanyi的雙向運動架構，將社會的概念過

度限制在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既有社會安全制度和社會服務的提供，是一由

上而下的國家管制架構。它不僅被視為是專家的領域，同時亦脫離了公民社

會的互動過程（Fraser, 2011: 146–149）。

傳統以市場為主的社會鑲嵌架構，往往存在著性別階層化和錯誤構框而

形成的社會排除現象：就性別階層化而言，它指的是既有以社會保險和社會

救助為主的社會安全制度，透過社會公民地位差異的方式，階層化了勞動市

場中的職業與薪資別身分。就錯誤構框而言，它則是指社會成員資格的被否

定，特別是對市場參與外之公民，在獲得被保障資格決策上參與的可能。

Fraser的新 Polanyi式資本主義危機概念，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再生產活動可

能產生的性別階層化與錯誤構框問題。Fraser雖未提出具體的策略，說明這

種再生產剝削現象的可能解放方案，但她基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則提

出了不同於傳統以國家和市場為主的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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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中的照顧基礎比較：
1

面對雙家計承擔模式和金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照顧危機，近年來政治經

濟學提出兩種反思理論與途徑：一個是市民經濟（Civil Economy），另一個

則是公民經濟（Civic Economy）。兩者均試圖就現有以社會市場經濟為主的

福利國家體制，提出另一種不同於其發展的反思路徑。它一方面涉及了不同

的倫理行動（Gibson-Graham, 2006），另一方面亦與對既有資本主義制度轉

型的各個面向有關（Wright, 2015）。以下我們將先針對兩者在倫理行動的差

異作出比較，同時並藉由財產權、交換機制、雇用，和權力分配的闡述，說

明在上述兩主要分類中的子類型及其意涵。

㈠以互惠為基礎之公民道德：從市場到財產擁有民主
市民經濟是由 Bruni與 Zamagni（2007）兩位學者於 2007年的著作中提

出的途徑。它強調了在經濟活動之中人際關係（human relationship）的重要角

色，而這是以圍繞在互惠和公民道德為核心。這種以互惠為主的道德經濟，

強調了人際互動的重要性。在和傳統福利國家之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比較中，Martino（2020）認為，在市場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是以互益作為主要的運作基礎。它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的無條件

化、非利他主義的雙向移轉，以及因雙方基於該道德互動而朝向第三方的互

惠回應。這種既非利己，亦非利他的集體行動，強調的是「我們」的觀點。

首先，從倫理行動的面向來看，市民經濟強調的是市民的博愛（frater-

nity）與道德行動（Zamagni, 2018: 165–166）。它著重於市場經濟在成為主流

經濟形態之前的歐洲傳統，特別是互惠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該

原則在仍著重於勞動分工、經濟成長，以及企業自由的同時，強調了道德情

感（moral sentiment）、互惠（reciprocity），以及共善（the common good）的

重要性。對市民經濟而言，自由權利的基礎係建立在國家對消極自由的保障，

1  照顧體制之於本文的焦點，主要即是討論傳統家庭照顧的分工形式如何從既有的福利資本
主義體制中解放。而透過對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的討論，本文著重於家庭以外的市場或社

區照顧在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中所具有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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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偏好為主的選擇自由。在以市民企業為核心的市民經濟中，互惠道

德是透過市民企業對相關財貨和服務的就業，以及公民對相關活動的志願參

與而形成的互惠關係。市場一方面可以藉由長期互動而來的信任關係，減少

交易成本，降低市場對市民在商品消費上的剝削；另一方面則可在國家對互

利行為、互惠追求，以及市場行動者對共善貢獻目標的達成中，藉由市民企

業和就業勞動或是志願服務參與間的互動，以形成互惠網絡。對市民經濟而

言，照顧除了是家庭私領域的事務外，亦可在透過對市場購買的同時，藉由

志願服務的參與，以降低照顧服務的商品化特性，從而達成互惠的目標。

對以市民社會為中心而運作之市民經濟而言，其互惠道德係建立在公私

領域二分的前提下，從而分別與國家和家庭產生制度性連結：就私領域的部

分而言，國家藉由對市民企業的鼓勵，以及市民企業對互利目標的追求，構

成了共善的重要目標。是故，國家藉由對市民企業的互惠形式保障，以及協

作機制的建立，形成在市場機制中的社會夥伴關係。而家庭則是重要的福利

提供單位，以履行維繫社會再生產的重要功能（Power et al., 2018: 202）。藉由

相關福利服務的提供與參與，家庭不僅得以履行照顧的責任，同時亦藉由家

庭與市民企業間的相互合作與共同生產，從而得以在市民參與的基礎上，滿

足照顧服務的需要。就公領域的部分而言，傳統的市民社會是以公民在公共

意見的參與和形成作為主要的基礎。對國家而言，公共意見除透過政黨外，

尚包括市民社會中的不同組織參與而形成。而在西方社會中，以教會和工會

為主的市民結社和活動，則成為重要的公眾意見表達管道。而就家庭而言，

它則是各類政治與社會參與養成的重要場域（Power et al., 2018: 201, 203）。

透過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市民得以在家庭中學習公共意見表達的技巧，同時

藉由對國家形成壓力，以形成對公益事項的行動。

基於對倫理行動的差異性，市民經濟對市場的修正，最主要是反映在財

產權，而這當中最重要的則是財產擁有民主（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

的主張（White, 2012: 133–136）。和市場以個人利益極大化的交換機制不同，

這種不以交易方之合作為條件、非利他主義的移轉，以及對交易第三方的互

惠，強調的是市場中行動者的互助，並藉以使市場中的行動者形成一整體關

係（Martino, 2020: 16–17）。而其實踐的途徑，則是透過以多重持分的組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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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加以達成。從財產擁有民主的觀點來看，它部分地修正了過去在市場為

主的交換機制中，資產因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產生的問題。財產擁有的

分散持有，將有助於每個家戶與個人在階級差異化趨勢的避免、特權的放

棄、遺產的分割，以及教育和自由的擴散（White, 2012: 136）。而這將有助於

社群形成同伴的情感，以及合作關係的建立。但對市民經濟而言，上述觀點

並不涉及對以市場為主之交換機制的改革、雇用關係的改變，以及權力的重

新分配。就交換機制而言，以貨幣為主的市場價格體系仍是最主要的交換機

制。勞動力商品化╱去商品化為主的雇用關係，以及既有國家對市場有限的

管制，使得市民經濟仍停留在對市場與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想像。

市民經濟近年來在歐洲是以非營利╱合作事業，或是社會企業家精神之

生產事業經營，作為較具體的實踐形式（Defourny and Nyssens, 2006: 7–9）。

而在既有歐洲福利國家的體制中，透過對這些組織的資源挹注，以作為對照

顧服務提供的支持（Kratzwald, 2016: 239–242）。源自於歐洲 1990年代初對

第三部門的討論，以及義大利對合作事業運動的推動，主要目的在回應國家

在公共服務提供的不適當與無法滿足。故自 1990年代中期，由歐盟支持成立

的 EMES研究網絡（EMES Research Network），除致力社會企業的研究外，

亦為歐盟日後的第三部門就業提供相關的理論與實證基礎。而英國在 2004

年時，由 Blair政府提倡的社會企業，則強調了透過社區利益公司的法律形

式，以經濟途徑來達成社會目標和永續經營。這種以第三部門之非營利或是

合作事業的方式，亦或是藉由社會企業家精神強化生產活動之社會影響的途

徑，成了近年來歐盟在市民經濟提倡和實踐的主要形式。

㈡公民經濟的反思：從共有資源到社區經濟
另一照顧危機的回應途徑則是公民經濟。與市民經濟強調的互惠道德不

同，公民經濟則著重於公民德性（civic virtue），以及對市場經濟的限制。首

先，公民德性對自由重新予以界定，同時重構了公私領域二分的制度性預設。

源自於共和主義的傳統，公民德性與責任除了反對自由主義所構思之原子化

之自由和獨立的自我個人假設外（Dagger, 2006: 162），更著重於如何透過政

治制度，以提供個體和集體公民對經濟與社會生活制度形式的形塑權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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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了對自由的保障不僅限於消極地免於國家公權力干預的形式範疇；同時

還來自於人與人互動過程中被干預者的積極認同。這種界定將自由的核心，

直接指向影響個人決策自由作成所需的經濟資源，以及對共同體的責任。而

傳統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私人財產制，被認為未考慮不同個人因財產擁有的

差異而產生的階級差異，以及在制度脈絡下的個人自由選擇空間（Casassas 

and Wispelaere, 2016: 285–287）。

其次，公民經濟強調非支配的自我治理，以作為落實自由保障的實踐途

徑（White, 2008）。許多滿足個人生活需要之財貨與服務生產，在以貨幣為

主的市場交換機制中，往往只是個人利益的討價還價，缺乏公民參與和自我

治理；另一方面，在市場中的消費者，往往亦在這些公共財的生產過程中，

因缺乏參與而成為產生額外社會成本之搭便車者（Dagger, 2006: 156–161; 

Humphreys and Grayson, 2008: 969–978）。是故，對公民經濟而言，工作參與

的意義，不僅在於獲得商品購買之能力與對生產決策的參與，更試圖控制其

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 

共有資源理論對市民經濟，在財產、交換機制、雇用，以及權力分配方

面，有著明顯的差異。Elinor Ostrom（1990）透過對「公有地悲劇」（Hardin, 

1968）隱喻的挑戰，論證私有財產並非是解決個人理性利益極大化之下集體

不合作結果之唯一途徑。藉由對集體產權邊界的有效界定，共有資源管理規

則的共同制定，以及成員參與，Ostrom認為地區居民依然可以達到自利和

互惠兼顧的目標。這種以共有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為主的治理理

念，強調的是不同於依賴以私人財產為主要生產工具之一般化途徑。基於對

共有產權的界定，共有資源治理中的參與者得以擺脫過去國家藉由對市場制

度、私人產權的保障，以及利益極大化目標之追求，從而取得更合理的分配

機會。藉由參與共同事務的運作，參與者獲得經營共同事務而獲得分配利益

的權利。換言之，共有資源的主張者希望藉由該方式，擺脫自然資源因個人

利益極大化而耗損殆盡的困境。然而在集體產權的討論中，共有資源仍需面

對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挑戰（Bodirsky, 2018: 124–125; Giuli-

ani and Vercellone, 2019: 768–772）。該理念雖透過共有財產來解決階級政治

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財產權的構成侷限於物質因素，而忽略了隨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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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社會關係、非物質要素在產權界定的重要性，以及社會選擇、封閉、替

代等財產體制的歷史變化。

上述共有資源治理理論的缺陷，在 Gibson-Graham（2006）以社區經濟

（community economy）為主的理念中得到了修正，從而提出了另一種實踐公

民經濟理念的社區經濟途徑。與財產權的持有和排他性的資格作為共有資源

運作的核心不同，社區經濟透過對事與人關係之間的思考，試圖擴大共同事

務以實體財產為主的概念。藉由對財產可近性的共享、社區對財產使用的協

商、自財產所獲得之收益分配至社區（甚至儘可能地超越）、社區成員對財

產之關切，以及社區成員對財產之責任，使得社區經濟中的財產概念，得以

在超越既有法律形式上，將其作為共同資源進行管理（Gibson-Graham et al., 

2013: 147–148）。換言之，社區經濟將誰（居民）、什麼（物）、何種行動，

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等聚合起來，並視為是共同事務的重要構成。就交換機

制而言，以社區為主的利益共享，強調是對社區的情感認同與付出，而非勞

動力的交換價值（價格）。就工作而言，在參與社區經濟的同時，它強調的

是對社區認同情感的回饋責任。而就權力分配而言，這種以「我們」為主的

認同形成，不僅擴大了所有權地位（ownership）的範圍，同時亦強化了社

區成員的參與和共同體的形成，以及資源的共享。

公民經濟在具體實踐的例子上，是以去中央化的地方社區治理形式，落

實於北美地方社區以自然資源為主要對象的共同管理（Ostrom, 1990）；但在

照顧上則尚屬新興的概念（Wright, 2015: 268–272; Gibson-Graham et al., 2013: 

125–158），從而缺乏以社區情感為基礎的落實。以紐約市的 Regeneracion為

例，該社區組織透過照顧工作者和社區中的集體之自我管理與相互賦權的方

式，使低所得、少數族群，以及酷兒家庭的父母與照顧工作者之間，得以透

過集體自我合作和相互賦權的方式，提供兒童照顧服務（Akbulut, 2017）。而

如何透過財產擁有民主的落實，確保社區中的公民實踐對照顧事務的參與和

責任，則需透過國家在未來制度性的改革，方有擴大參與範圍，降低社區居

民合作成本的可能（Harvey, 2012: 151–154; Grafton, 2000: 512–515）。以上對

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的理念型說明和比較，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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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民經濟與市民經濟的子分類與理念型建構

意識形態的光譜

類型

面向

公民經濟
共有資源治理

市民經濟
市　　場

社區經濟 財產擁有民主

倫理行動 公民德性與責任 自利等於互惠 博愛與互惠 自利優先於利他

財產類型

私人擁有、集體

擁有、國家擁

有、開放資源

私人擁有、

集體擁有、

國家擁有

起始循環之資產

與人力資本擁有

私人擁有與社會

福利資格為主的

資源重分配

交換機制
共同體意識和

認同情感行動

社區擁有者為對象

的分配
互惠的市場

個人利益極大化

的市場

雇　　用
社區參與的

多樣化形式

所有權為基礎之

受雇就業
受雇就業與志願參與

權力分配
社區成員的

自主參與和責任

社區集體擁有權力

與經濟權力的重疊

市民社會權力對

經濟權力的節制

經濟權力對國家

與市場的支配

說　　明：虛線代表左半部對右半部子類型原有經濟形式的修正。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參、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照顧體系的 
政策脈絡與內涵

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照顧體系的發展，係在日本中央政府主導

的同時，要求地方政府依所屬地區的情況，提出人口增長願景方案；另一方

面，該方案亦涵括了涉及兒童、老年、障礙，以及貧窮等主要人口群照顧體

系架構的設定。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概述地方創生政策的源起，同時聚

焦於以兒童和老年照顧為中心之地域共生社會的發展。此外，我們將針對地

方創生中生產主義傾向和福利體制分析進行闡述，同時說明這樣的解釋在地

域共生社會的實踐面向上，可能面臨什麼樣的照顧體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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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地域再生到地方創生政策

日本地方創生政策最早的起源，應追溯自 2005年的「地域再生法」與

「地域再生計畫」。當時有鑑於少子高齡化的快速發展、人口減少，以及產業

結構等社會經濟情勢的重大變化，該計畫希望藉由地方公共團體與相關組織

機構的合作，向中央政府提交計畫所需支援項目之方案，以實現地域經濟再

生的目標。從日本的歷史脈絡來看，以城鎮再生（まちづくり）為核心的地

域再生政策，與日本中央對地方政府在財政分配的政策變化有關（張正衡，

2017）。受到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構造改革」影響，日本中央政府自

2001年起大幅削減了地方政府的分配款，並造成自由民主黨於 2009年失去

政權。2012年自民黨的安倍晉三重新取得執政權後，在 2014年提出之地方

創生政策，即是用以回應上述構造改革造成的地方反彈。故日本中央政府提

出之地方創生政策，主要目標之一即是由中央與地方政府主導與合作，針對

特定地區的中小型都市，提出相關產業和都市再造計畫，以活絡地方經濟，

創造就業機會，帶動人口回流（内閣官房まち•ひと•しごと創生本部事務

局，2018）。

地方創生政策的起源尚來自於 2014年的地方消滅論與反地方消滅的論

辯。按照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在日本創生會議和其著作「地方消滅」中

提出的推論（增田寬也，2014）：目前東京都獨大的狀況若持續發展，則全日

本的人口會持續流向東京，不僅造成極化社會，同時亦將造成 896個地方鄉

鎮會在 2040年時，因無法維持社會生產基本機能而消失。為了因應這樣的發

展趨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4年 9月提出地方創生政策，並設置「城

鎮、人、工作創生本部」，以及地方創生大臣之閣員職位，同時宣佈 2015年

為日本「地方創生」元年。而目前該政策經過修正後的五個主要的基本目標，

分別是「可期待的地方生活實現政策包」、「地方工作機會的創造，以安心就

業」、「為地方創造新的人口流入」、「滿足年輕世代對婚姻、生育，以及撫養

小孩的願望」、「創造與時俱進的地區、保障日常生活，以及地區和地區間的

合作」；而日本中央政府則擬透過「情報支援」、「人材支援」，以及「財政支

援」等政策工具的提供，以協助各地方政府落實上述目標的達成（内閣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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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ち•ひと•しごと創生本部事務局、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8）。

反地方消滅論為主的論述，主要是強調了人口並不是衡量偏鄉村落是否

消失的唯一指標。對地方財務的支援，並找尋願意在地長期居住的居民，才

是地方創生政策應該努力的目標。以反地方消滅論的日本地方創生策略訴諸

的主要對象，在於日本獨有的町村自治會，以及地域運營組織化策略（小田

切徳美，2014）。而這樣的主張，日後則進一步轉變為日本地方創生計畫中

的「小型據點、地域運營組織的推動」項目。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主導下，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被認為是回應過去小泉政府以都市大企業

勞動者和地方舊中間階層以外的對象，特別是女性、青年、地方，以及中小

企業。

沿著上述發展路徑，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主要由兩個法案所構成：一是

「城鎮、人、工作創生法」（《まち•ひと•しごと創生法》），另一個則是「地

域再生法的部分修正」（《地域再生法の一部改訂》）。就前者而言，該法要求

都道府與市町村等地方自治單位，依地方特性制定地方版的人口願景總合戰

略，並評定其是否符合國家政策，以決定財政援助的程度；就後者而言，它

則規定了地方版之人口願景與總合戰略的制定，作為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的地

方政府配合義務。在日本內閣府提出以城鎮、工作，與人為主要對象之地方

創生政策與法令修訂的同時，日本厚生勞動省亦提出「創造一億總活躍社會」

之口號，並提出相對應之「對應新時代之福利觀點」社會福利政策，以作為

支援。按照厚生勞動省提出的支持計畫來看（厚生労働省，2015），其亦依照

工作、人，以及城鎮創生等，區分為三類主要的具體對策：就工作而言，其

強調總體性之青年雇用對策、非典型勞動之雇用安定與勞動條件改善、地區

工作創生計畫之創設，以及電傳工作之推動與工作和生活平衡之實踐；就人

而言，其強調結婚、生育及養育環境的整備，以及對總體性之青年雇用對策

的再強調；就城鎮而言，它強調的是因應人口減少之福利城鎮的創生、推動

確保總體性之醫療與老年照顧政策，以及對應高齡化社會來臨之醫療保險制

度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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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共生社會的由來與發展

在上述地方創生政策發展與修正的同時，日本厚生勞動省則持續配合修

正其支援方案，同時提出打造地域共生社會的相關計畫。就少子化而言，在

2013年之前，日本政府即針對該問題提出各項檢討方案與法令的修正。但與

地域共生社會的相關兒童照顧方案，則最早可追溯自 2013年的「第一期少子

化危機突破專責小組」（高屋大樹，2018: 96–98）。在該時期提出之「從懷孕

到產後期間不間斷的支援」原則，在日後成了 2016年「骨太（強固）方針」

的一部分。而同年的第二期專責小組，則進一步提出相關政策的時程表，同

時提出「為突破少子女化危機的緊急宣言」，確立了必須及早實現對「結婚、

懷孕、生產、兒童照顧」的加強、不間斷的支援、以及「針對如都市和農村

等不同之分娩和兒童照顧環境等『遭遇』機會，應採取不同的措施」等原

則，應由都道府和市町村等依社區的情況，設定少子化危機突破基金，並就

上述不間斷支持所需之支援予以無縫支持。

另一方面，以地方政府和企業為主要參與者的「一般社團法人福利自治

體．NPO法人社區照顧網絡」，於 2013年設立了「社區兒童．育兒支持系統

研究會」，並召集不同的地方自治體和觀察員參加了內閣府與厚生勞動省的

少子化對策規劃；2015年時，該研究會參考芬蘭的 Neuvola（芬蘭語，諮詢

場所之意）的設立，提出了日本版之Neuvola「包括的、繼續的支援系統」（高

屋大樹，2018: 98–99）。該系統針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日本版的 Neuvola之

事業經營手冊方案、模範支援計畫之提示與支援計畫作成指針案、以及產後

照顧事業經營手冊案等方案。上述的這些建議，日後成為了地方創生方案的

一部分內容。

2015年日本內閣府依照增田報告的建議，成立地方創生總部，並提出地

方創生計畫。其中有關「人」的部分，即特別提出「實現安心生養子女，從

結婚、分娩、到育兒等不間斷的支援」；此外，對於「從妊娠到育兒期間的

相關支援在「垂直分割」不連結」的現狀，則將「推動一站式服務的發展，

同時由專業人員提供專業服務和協調，以實現不間斷的服務」（高屋大樹，

2018: 99–100）。是故，在地方創生計畫中，藉由 2016年母子保健法的修法，



34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規劃成立「育兒世代包括支援中心」，以因應日益增加的兒童照顧需要。

在地方創生計畫中，育兒世代包括支援中心實際上是一種機制：它是以

地方企業作為該中心的核心，同時根據社區狀況，發展母子保健型、基本型，

以及特定型等支援事業之不同類型組合；此外，該中心尚針對懷孕到育兒期

間有關之各種活動，不論是正式（行政機關）或是非正式照顧（NPO法人、

育兒圈、居民自治組織等），建立起一個擁有上述各種當地資源的網絡，透過

彼此之間的共同努力，以形成一良好的支持系統（橋本真紀等，2016）。

而在老人照顧發展方面，有鑑於 2000年開辦長期照顧保險以來，隨著民

間企業參與，導致照顧給付不斷上漲，日本遂於 2006年修正長照保險制度。

除透過需要照顧程度之資格認定，以控制給付支出的上漲外；另設置地域包

括支援中心，開辦地域緊密型服務，以強化原有的長期照顧預防服務的使用

（林淑馨，2018: 15–16）。而在 2012年時，厚生勞動省並提出安心生活創造

事業報告，同時著手以地域福祉推進市町村為核心的事業推動（安心生活創

造事業推進檢討会，2012）。就前者而言，其目的在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支

持系統，該系統應含括社區中所有應被看顧和滿足購物需要的老人，同時確

保自主財源；就後者而言，則是由以市町村為主的地方政府與國家合作，針

對孤獨死、失智老人，以及兒童虐待等問題，由社區居民、自治會，志願者

等形成的網絡提供必要協助。

而地域共生社會的發展，可視為是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和安全生活事業

創造的基礎下，配合地方創生而提出之地域包括照顧系統。在鼓勵地方發展

特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吸引人口回流的同時，因高齡化和人口急遽

減少，過疏地方往往面臨雙重照顧風險（double care risk）（相馬直子、山下

順子，2017）：包括了老人照顧需要的日益提高，兒童照顧的缺乏而產生的

少子化現象，以及因照顧而產生的離職或無法參與勞動市場等問題。為因應

日益嚴重的照顧風險，厚生勞動省從解決社區連結的減弱，人際關係的日益

淡薄，同時培養社區居民的相互連結關係和相互支持的需要出發，提出 2016

年「骨太の方針（強固方針）2016．日本一億總活躍計畫」中的地域共生社

會計畫（厚生労働省，2019a）。以「我が事、丸ごと」（整合性的社區居民

參與）為方向，並透過 2017年長期照護保險法與社會福利法的修正，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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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社會希望「在社會結構和人們生活的變遷中，超越個別制度和領域中的

垂直、支持者，以及領受者關係；藉由社區居民對多樣性社區形式主體的參

與，跨世代和跨領域之人與人和人與資源的聯繫，每位居民能本於自己的生

活與目的，在社區中共同創造社會」（厚生労働省，2019b）。

2018年開始建置的地域包括照顧系統，主要是「針對保障高齡者尊嚴和

支援自立生活為目的，推動在該社區建立綜合支持和服務提供系統，以儘可

能使其在自己習慣居住的社區中延續自己的生命」（長期照顧保險法、社會

福利法的修訂）。該照顧體系以假定 30分鐘內能提供日常生活必要服務之中

學校區為單位，透過地域包括支援中心與照顧管理者的相關諮商，以對自宅

中的老人或是附帶服務之高齡者住宅中的老人，提供醫療（醫院）、生活支

援與初級預防照顧（自治會、老人會、志工、NPO等），以及各種長期照顧

服務（長期照顧服務提供機構）（厚生労働省，2019a）。該體系被劃分為縱

軸與橫軸：前者指的是醫療和長期照顧保險的連結，形成以社區為基礎的敘

事性整合照顧體系；後者則是指陪伴、購物支持，以及前往醫院等相關服務

提供等。

除了老人照顧的地域包括照顧系統外，針對身心障礙者與兒童照顧福利

服務的整併，以建構多世代交流和多機能型的福利據點，則是地域共生社會

的主要發展方向（厚生労働省，2016; 2019b）。這種被稱之為多樣性交流的地

域包括照顧體系，一方面強調複合性多功能照顧服務據點的建立，以及一站

式的服務提供（加強以社區為基礎的全面性支持）；另一方面則強調對多樣

性人才的培育，以及先進服務技術的支援以提高正式照顧服務效率（強化專

門人才的機能與最大活用）。而這種全新服務形態的地域包括照顧體系，尚有

賴於以市町村為實體之整合性諮商支援體制（地域課題解決能力的強化），

以及以當地社區為主的居民非正式照顧提供支持（加強地區的聯繫）。在地區

社會福利會議或福利委員會的協調下，充分利用中小學校區中的自治會、志

工、老人會，兒童會等社區資源的同時；亦與市町村為單位之地域包括支援

中心相互合作，從而連結前述之正式照顧服務據點與非正式照顧服務資源，

進而形成以社區居民為主體之共同照顧參與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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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創生的生產參與、照顧體制的分析， 
以及都市╱農村發展意涵

地方創生中的地域營運組織，其核心在於舊有團體自治和新的住民自治

間共同合作架構（荒井壽夫，2018: 95–97）。和過去以團體自治為主的地方

自治型態不同，在少子女化和人口老化趨勢的影響下，隨著原有地方自治單

位（市町村）的合併，農山村地區的公共與社會服務日益弱化，以及難以反

映住民需要之原有地方自治型態，促使了以住民自治為主體之地方政府、住

民組織，以及民營企業相互合作架構的興起。不論是分離型或是一體型的地

域營運組織，以小學或中學校區為範圍，包括了以自治會或町內會為中心之

城鎮發展團體、NPO，或女性團體等住民自治組織，將成為重要的地方創生

意見參與管道，從而有別於過去以國家或市場為中心，形成以社區居民為中

心的地域營運組織，以及地方創生實踐場域。

然而既有的研究，對地方創生的產業化發展趨勢是持負面的看法：在地

方創生政策推出前，日本即在小泉內閣時代的構造改革下，提出以中小型都

市和鄉村為主之城鎮發展補助方案。矢部拓也從反共同事務的觀點（anti-

commons）出發，並借用了 Esping-Andersen的福利資本主義體制理念型，

對 2014年以前的日本中小型都市和鄉村的城鎮發展個案進行了不同類型的

歸類，同時提出批判（矢部拓也，2015）。矢部發現，自小泉內閣時期的城鎮

發展政策，以及地方創生政策和補助對象，實際上反映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

義體制兩種不同的類型。保守主義類型是以維持既有社會結構之中心市街活

性化為代表，其反映的是舊商店街的舊中間階層，以及地方名望家族主導的

城鎮再興；而自由主義體制則是由外來的商業團體為主導，引進新的商業區

開發案。透過政府補助而成立的這些開發案，一方面呈現對既有商業主利益

的維繫（保守主義），另一方面亦回應產業結構轉變的政策（自由主義）；此

外，這種二分的態勢，也反映了國家權力的統治，以及市場趨向的特性（矢

部拓也，2015: 189–221）。

矢部拓也進一步分析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認為上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

義的補助對象，將產生朝向日本型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效果（矢部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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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9–33）。對嶄新自由主義體制的補助對象而言，日本的地方創生藉由

中央行政部門權力的強化，修正嶄新自由主義放寬對私人企業管制，進而因

獨占巨額利益，從而產生社會排除和不平等的現象；而藉由對既有社會結構

的維繫，地方創生政策不僅延續了過去以城鎮發展為主的路徑，同時透過對

既得利益的保護、再分配補貼，以及社會保障政策，形成了一種國家對地方

居民的生活管理。它不僅形塑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態，同時也賦予了民眾對

國家政策的依賴關係。

地方消滅論中的地方創生政策，突顯了以大都市為核心之地方產業發展

策略。從地方消滅論的歷史脈絡來看，岡田知弘認為，源自於 2011年至 2013

年，由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設立之日本創成會議，在成員和行政運作上，

均是以致力於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目標之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生產性本

部為主要的構成來源；而增田報告的內容，則是在人口集中於大都市趨勢不

變的前提下，以中小型都市 20～30歲女性人口減少進行推估；最後，其主

要的回應策略，則是建立在全球經濟圈與地方經濟圈的分工，同時透過國家

由上而下對地域據點都市進行「選擇與集中」（岡田知弘，2015: 5–7）。

增田報告日後在轉化為地方創生政策的過程，事實上均是沿著上述路徑

發展。同一時期規劃的「緊湊型城市」（compact city）與「網絡構築」、相

應而來的「都市再生特別措施法」，以及新的「國土形成計畫草案」（由都道

府制整併為道州制），均是以日本既有的三大都市圈（東京、大阪、名古屋）

為核心的發展策略。2014年地方創生政策的提出，則是在新國土形成計畫

未能在執政之日本自民黨內形成共識的情形下，透過該政策來作為國家強化

對地方進行整併的行政權力與工具。它將地方創生界定為透過國家監管來創

造新產業，同時支持地方政府參與國家戰略特區，從而持續以大都市為核心

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岡田知弘，2015: 7–11）。

矢部拓也和岡田知弘的論述，有效的說明了日本地方創生政策以大都市

為中心作為回應經濟全球化的地方經濟發展策略，以及其以全球化經濟生產

為主的思維可能對非都會區產生的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排除等問題。事實上，

以地方農山村為主的地域運營組織的成立，一方面是針對地方創生中的全球

化╱在地化作出不同途徑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是在說明地方農山村人口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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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移住增加的趨勢（小田切徳美，2014）。是故，如何藉由高度的機動性，

創造不同於以都市為主的生產機制，將是農山村未來要面對的課題。而這種

以地域運營組織（Reg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為主的地方創生政策，

成了另一種不同於全球型╱在地型都市發展的重要途徑。惟因應縮小社會而

來的地域運營組織，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涵義上，有助擺脫全球化╱都市化

產業發展路徑？特別是居民參與產業發展決策所具有的工作和分配意義，則

較少被討論。

四、地域共生社會中的社會再生產與日本型照顧社會的意涵

如果說日本地方創生是圍繞在全球型市╱地方型都市，以及以農山村為

主之地域營運組織之間，對於市場與社會在經濟生產上的交互辯證過程；則

地域共生社會的背後，則是兒童照顧中心與地域包括照顧系統的交互辯證。

它不僅涉及了與地方創生的連結，同時亦涉及了對社會再生產的重新界定。

高齡老人照顧和兒童照顧的制度變化，不僅意味著家庭照顧角色的逐漸轉

變，也同時反映了市場與社會在照顧責任承擔上的拉鋸關係。

傳統上，日本對兒童和老人的照顧責任，在福利體制的學術分析中，係

被歸類為「男性家計承擔者．女性家務提供（家計輔助）者」之日本式體制

（下夷美幸，2015；服部良子，2015；落合惠美子，2015）。易言之，家中的成

年女性在兒童和老人照顧上扮演了重要的提供角色。然而自 21世紀以來，即

使隨著少子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日本的兒童照顧政策和老人照顧政策的去家

庭化腳步，仍顯得十分有限。在去家庭化緩步進行的同時，日本的照顧社會

化有著準市場化的傾向（下夷美幸，2015: 57–60；藤田孝典，2017: 151–155）。

這種準市場化傾向是沿著不同的照顧範疇而有著不同的發展：就長期照顧而

言，它是藉由長照保險支付居家照顧者的方式，從而保證以女性為主之居家

照顧者經濟獨立的能力；就兒童照顧而言，它在被視為是家庭主要責任的同

時，配合因勞動力減少、女性就業需求提高之國家目標，而著重於兒童照顧

機構的設置和照顧能量的提高。而這種發展路徑，在傳統家庭主義路徑影響

的同時，亦深受高齡社會中的女性市民運動（長期照顧政策），以及保育業界

團體之間的對立形成的障礙所左右（兒童照顧政策）（落合惠美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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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域共生社會的發展，大致是在上述政策路徑上，透過相關政策與法

令的修正，試圖更進一步朝向日本照顧社會化的目標前進。就長期照顧而

言，地域照顧包括系統的建立，係以既有長期照顧保險為基礎，提供居家照

顧為主的正式照顧服務；在此同時，該系統並結合不同的社區組織，以及相

關資源的整合，提供非正式的預防照顧服務。就兒童照顧而言，育兒世代整

合支援中心則是以專業照顧者（保健師、助產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為

核心，連結兒童相關照顧機構，以提供從結婚、懷孕，出生、產後，以及養

育的相關服務。惟和長照保險不同，兒童正式照顧的相關費用，主要仍由家

庭負擔與支出。換言之，它是透過市場（兒童照顧）、準市場（長期照顧中

的社會保險），以及社區居民非正式照顧志工服務的提供（市民社會與結社

參與），作為照顧社會化的政策工具。

和傳統的福利國家以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為主的範疇不同，地域共生社

會將社會保險的範圍外延至所有人的生活問題；而社會救助則從對無工作能

力者的救助，擴大至非經濟性理由而陷於生活貧窮問題，但卻因無法符合國

家最低生活水準而被排除者（猪飼周平，2017: 37–39）。但另一方面，其自

助與共助理念的強調，亦被認為將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角色予以縮小，從而

有違反日本憲法所規定之國家生存權保障責任的疑慮（芝田英昭，2017）。

這反映出兩個政策與制度變革的意義：首先，當代的照顧需要問題不僅僅是

就業—保障關係，而是生活中的各個階層可能遭遇到之社會問題。地域共生

社會的概念試圖回應過去僅限於貧窮預防和救濟以外的其他社會目標。而國

家與地方政府責任在退卻疑慮的同時，則是以強化市場和家庭外的「社會」

參與責任，以藉由地區居民互助的方式，解決生活面臨的難題。

因此，當松端克文（2012）認為社區福利和照顧社會化的議題，在日本

正面臨著朝向社群主義轉向的同時；其亦在人口結構老化的趨勢下，不得不

面對地方創生政策的產業發展需要所帶來的壓力。日本以町內會和自治會為

主的地緣任意組織，被認為是地域共生社會發展的主要基礎。但在人口減少

短期現象難以改變的情形下，部分町內會或自治會受到參加人數減少的影

響，其相互扶助的能力也將減弱（星貴子，2015: 136–139）。在上述影響下，

照顧社會化的發展形成兩種路徑：一種是在地域共生社會既有的架構下，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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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政府的協助，以結合現有地方照顧資源的方式來形成照顧社會網絡

（下村美保、長岡芳美，2019）；另一種則是地方政府與地域營運組織或社區

企業的相互合作（日本版 CCRC）（山浦陽一，2017；唐澤剛，2019: 59），

發展地方所需的福利服務提供據點。這種福利服務社會化與產業化同時發展

的趨勢，會對日本的照顧體制形成何種影響，成了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

社會政策發展過程中需要積極面對的議題。

肆、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 
徘徊於市民經濟或公民經濟的十字路口？

如何審視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中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照顧連結，

特別是其間的社會鑲嵌關係與傳統福利資本主義之照顧體制的差異？簡單的

說，地方創生政策在發展地方產業，以減少人口持續外流的同時；亦積極完

善以地方社區為中心的照顧，從而維持基本生活機能，以減少因少子化和人

口老化而衍生的照顧負擔。然而地方社區欲發展照顧的基礎建設，往往與財

產權、交換機制、雇用，以及權力分配有關。我們將透過市民經濟與公民經

濟的分析架構、相關的文獻，以及日本官方的次級統計調查資料，說明這樣

的發展對日本地方創生和地域共生社會在照顧上所具有的意義。2

一、財產類型的變化與發展趨勢

在法人化的趨勢下，地域營運組織逐漸由任意團體轉變為自治會為主之

2  本文討論的日本地方創生和地域共生社會政策，係以日本內閣府與厚生労働省的政策規劃
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就研究範圍而言，本文係以日本內閣府和厚生労働省之政策為研究對
象，故實證資料是以日本中央政府的官方統計調查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就研究目的而

言，本文係在檢視日本相關政策背後的政治經濟理論基礎，故在資料的搜集上，並非以個

案為對象，而是以政策為基礎，配合相關的官方統計資料與二手文獻，就公民經濟或市民

經濟的特性來作解釋。

  其次，有關日本官方的相關統計資料，本文在分析時均透過相關官方網頁資料搜尋，以求
窮盡可能的調查數據。惟調查並非每年皆進行，或是更動調查項目的情形下，均可能產生

資料的不連續。因此相關資料的整理，儘可能是以地方創生實行後的歷年資料加以匯整，

同時留意是否有過度推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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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組織。從共同事務的觀點來看，日本對社區共同事務的形成（common-

ing），在過去常將之限縮在自然資源或是公共設施等議題（高村学人，2012；

間宮陽介、廣川祐司編，2013）。但對照顧而言，它則往往涉及了社區居民

對共同體認同意識的形成，以及以此為基礎而提供的社區互助資源。日本總

務省的調查顯示，受到地域營運組織法人化的影響，任意組織的地方團體比

例已逐年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治會、町內會，以及其協同聯合組織為主

的比例逐年上升（如表 2）。

是故，協同組織形式的成長，一方面擺脫了傳統以私人財產為主的形式，

從而有機會形成共同事務。但另一方面，這些協同組織在提供照顧服務上，

亦在照顧產業化的趨勢中，同時面臨國家對照顧服務的專業化要求與市場化

的壓力。以該類組織的主要活動內容來看，在相關政策的政府補助下，履行

高齡相關照顧的組織雖然日益增加（如表 3），但在僅依靠會費和來自於地方

創生補助經費的同時，這些地域營運組織常被認為難以維繫相關照顧服務的

質與量（星貴子，2015: 140）。因此，在日本的討論中，同時具有專業照顧者

與非專業志工之住民組織或是 NPO等機能團體，被認為是未來應積極引入

的類型。此外，在地域共生社會架構下，照顧資源的可近性仍深受既有介護

保險和兒童津貼的身分資格審查所影響。這使得照顧服務的可近性，在以國

家和市場為核心的照顧服務提供中，仍限縮在以私人財產為主的基礎上。

表 2：地域營運團體之組織形態歷年變化

年代
任意

團體
NPO 自治會、

町內會

自治會等之

協同組織  
株式

會社

一般社

團法人

協同

組合

地緣

團體

2013年 80.70% 11.80% — — — — — —

2014年 80% 11% — — 1% 0% 1% 1%

2015年 61% 10% 5% 10% 0% 0% 0% 2%

2016年 64% 8% 6% 16% 0% 0% 0% 1%

2017年 64.20% 5.50% 5.60% 17.30% 0.20% 0.50% 0.10% 1.70%

2018年 62.40% 5.20% 6.50% 17.30% 0.20% 0.60% 0.10% 1.70%

資料來源：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振興室（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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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7年地域營運組織辦理業務類別（可複選）（按設立年份比較）

～2年 3～4年 5～6年 7～9年 10年以上 全部

代理市町村業務 8.9% 1.0% 1.8% 6.3% 8.6% 5.7%

公共設施的維持管理 31.1% 13.8% 13.0% 20.5% 42.9% 27.0%

社區公設的運作，其他支

援服務
6.7% 5.3% 4.4% 7.0% 7.9% 6.6%

接送服務 6.7% 2.7% 2.7% 5.9% 5.6% 4.8%

鏟雪 1.1% 2.4% 4.4% 5.0% 4.9% 4.4%

家事支援 6.7% 4.4% 5.6% 9.4% 6.4% 6.8%

送餐服務 2.2% 2.4% 10.2% 7.7% 8.1% 7.3%

購物支援 3.3% 4.3% 5.3% 8.1% 4.8% 5.6%

電話問安 27.8% 32.1% 42.5% 37.8% 41.6% 39.0%

高齡者交流服務 42.2% 42.6% 50.8% 50.8% 50.1% 49.0%

保育服務 2.2% 2.6% 5.8% 6.3% 5.8% 5.3%

體驗交流事業 25.6% 26.8% 29.9% 37.5% 36.1% 33.7%

名產品、特產品加工販賣 4.4% 7.2% 8.8% 12.2% 10.7% 10.1%

空屋維持與管理 8.9% 5.5% 5.0% 12.5% 8.7% 8.65%

防災訓練．研修 40.0% 37.8% 48.5% 38.6% 47.8% 43.7%

祭典、運動會、音樂會的

舉辦
48.9% 47.5% 59.9% 51.0% 60.3% 55.5%

地方調查、研究、學習 27.8% 32.8% 23.9% 28.2% 24.8% 26.9%

公共信息的製作、發行 51.1% 57.6% 56.9% 52.7% 55.1% 55.1%

其他 18.9% 28.9% 27.3% 24.9% 26.2% 26.3%

資料來源：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振興室（2017: 20）

二、交換機制中的市場結構與難題

以市場為主的專業就業（照顧）者，和志願利他服務為主的非專業社區

志工，構成了地方創生和地域共生社會認知的就業—照顧型態。藉由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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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就業和志工的參與，地域營運組織被期待以就業勞動者和志願照顧工作

者的合作與支援形式，達成地域自助、互助、共助，與公助的目標。對就業

勞動而言，營利和專業勞動力商品化的交換形式，有助於服務品質的維繫；

就照顧工作而言，利他和志工參與，則有助於社會互助的實踐。然而專業

（就業）╱志願（非專業）為主的照顧形式，在交換機制上分別是以貨幣和

情感作為不同交換媒介。但社區照顧的交換型式，卻明顯的在地方創生政策

與相關照顧機制的影響下，容易受到以貨幣為主的交換機制所引導。

表 4顯示了日本非營利組織近年來的主要經費來源。在日本總務省調查

中，其最主要財務來源的第一順位依序是：自市區町村來的（地方創生相關）

補助金、公共設施的指定管理費用，以及構成成員繳交的會費；而第二順位

的主要來源，則依序為構成成員的會費、市區町村來的（地方創生相關）補

助金，以及服務利用者繳交的使用費等（総務省地域力創造グループ地域振

興室，2019: 69）。若以非營利組織之收益財源結構來看，則主要是依賴事業

收益和政府補助金；且事業收益中，來自於自主事業的收入又佔最主要的比

例（如表 5）。由此可以發現，地方創生交付金至目前為止仍是地域營運組織

的最主要財源之一；而在地方創生交付金的持續影響下，事業收入的比例正

不斷提高。換言之，國家提供的地方創生與相關交付金不僅對地方產業的發

展有所助益，更對地域共生社會提供之照顧服務產業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但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認同與情感為基礎的交換，則在相關政策中付之闕如。

表 4：日本 NPO收入財源結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會費 3.4% 6.1% 2.3% — 2.8%

捐助 5.3% 11.1% 4.3% — 8.0%

補助 16.7% 17.3% 12.9% — 10.9%

事業收益 55.3% 63.6% 77.9% — 77.0%

其他收益 19.3% 2.0% 2.6% — 1.3%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3: 35; 2015b: 28; 2017: 20; 2018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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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日本 NPO事業收入的主要來源

2014 2015

自主事業收入（長照保險除外） 30.1% 20.5%

自主事業收入中的長期照顧保險 47.1% 33.5%

公部門委託事業收入 17.1% 33.5%

公部門以外之委託事業收入 5.7% 12.5%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4: 37; 2016: 52）

三、雇用型態、勞動市場階層化，以及志願參與的下滑

以市場為主，志願為輔的交換機制，進一步反映在雇用型態的不同。就

業者（全職就業）和照顧者（志工）的關係，常被界定為工作╱休閒、正式

╱非正式、支薪╱非支薪的對立。這種分類方式產生了以下的問題（Over-

gaard, 2019: 131–139）：第一，志願者從事照顧工作而被視為是休閒活動的同

時，往往隱藏了該工作的勞動剝削形式；第二，就正式與非正式而言，當非

正式照顧工作常被視為是正式照顧工作延伸之際，其工作不僅難以被志願者

看作是正式形式，且容易導致非正式工作者對被服務個案的過濾。最後，在

支薪與非支薪而言，它則呈現了類似典型與非典型工作之社會與性別階層化

現象。易言之，以專業照顧者和非專業志工相互合作形式，在照顧上仍不可

避免的面臨勞動市場內外的各式階層化問題。

表 6、表 7、表 8顯示了日本照顧服務專業化與非專業化的差別，以及

志願活動經驗之歷年變化。以 2014年內閣府對非營利組織的調查為例，總

體調查統計即發現年薪超過 300萬日幣，且雇用全職人數超過 1人以上的組

織中，仍以有自主事業收入的類型為最高，比例達 46.1%；若進一步區分為

保健、醫療，以及福祉增進與否的類別來看，則前者的比例大幅上升為

62.4％，但後者的比例則減少為 19.1％（如表 6）。換言之，照顧醫療和福利

服務的專業化在對於全職勞動者薪資待遇有提高作用的同時，亦階層化了照

顧服務的專業化與非專業化人員間的待遇。該項目之調查雖僅於 2014年進

行，但亦部分反映了自主事業之全職者薪資收入較穩定化的現象。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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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全職者薪資超過每年 300萬日幣之非營利組織法人類型

年 代
2014

全體 保健、醫療、福祉增進 保健、醫療、福祉增進以外

會費比例較高 10.6% 4.5% 20.7%

補助金比例較高 15.3% 14.6% 16.5%

受託事業比例較高 18.3% 9.8% 32.5%

捐贈金比例較高 4.2% 2.7% 6.8%

自主事業收入比例較高 46.1% 62.4% 19.1%

均衡型 5.4% 6.0% 4.5%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4: 18）

表 7：日本無捐贈經驗之比例

2014 2015 2016 2017

一年內或不計 21.4% — — 58.8%

三年內 — 45.8% 52.4% —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5a: 15; 2015b: 90; 2017: 77; 2018a: 11）

表 8：日本無志願活動經驗之比例

2014 2015 2016 2017

一年內或不計
65％

— — 82.6%

三年內 73.2% 76.7% —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5a: 33; 2015b: 84; 2017: 69; 2018a: 5）

面，來自於志願活動的兩個重要指標，亦呈現了重大的反差：就一年或三年

內之無捐贈經驗比例而言，均呈現明顯過半的現象；就無志願活動經驗而

言，其比例亦由 6成上升至 8成（如表 7與表 8）。

而從地方創生交付金與其他相關政府的補助來看，在國家照顧責任的有

限分擔下，其對地域共生社會的照顧服務提供產生的影響，則不可避免地強

化了國家—市場╱準市場機制發展路徑，且邊緣化了無償之家庭與社區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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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生產活動。自 2015年以來，地方創生交付金預算每年達 1000億日幣；

而 2019年時相關的居家護理、長期照顧、失智症等地域支援事業等政府補助

則有 534億日幣，地域共生社會的預算亦有 28億日幣（内閣官房まち•ひ

と•しごと創生本部事務局、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9）。在日本中

央政府刻意的引導下，一方面受到地方創生的產業化導向影響，另一方面則

受到地域共生社會架構所引導，照顧資源的循環在中央政府設定的發展框架

中，以非營利性質為主的機能團體組織形式，固然能期待作為緩和市場化交

換機制的商品化趨勢；但在獲利和自主財源籌措建立為主的方向和基礎上，

地域營運組織透過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的委託（分離型），亦或是自主經營（一

體型）之際，如何就財源積累與社會福利服務提供兩者中作出權衡，將面對

市場交換機制與社會互助兩種不同邏輯選擇，甚或是兩者社會階層化的兩

難。這代表了當受雇就業和志願活動的價值交換結構基礎在未能重塑下，以

市場自利為主交換機制對雇用與志願活動的支配性影響，以及以市場經濟為

主的形態。

四、權力分配的形態：從共同生產到共同事務的挑戰

不論是就業或志工，亦或是營利或非營利，地方創生或是地域共生社會

均涉及了地方社區居民的共同決策，甚至是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概念

的運用。Ostrom（1996）對共同生產的界定，指的是作為一生產過程，其生

產商品或服務的投入，是由不在同一組織內的個人所提供。國家或地方政府

作為積極的促成者，透過社區居民自願性的參與地方創生或是地域共生社會

的各個事務委員會，以積極賦權和社會整合的方式，作為替代公共服務私有

化的一種實踐途徑。日本透過共同生產方式的運用，由地方政府扮演協調者

的角色，進而促使在地居民與各種不同之營利、非營利，或是地域營運組織

相互合作，不僅從事產業發展，同時亦參與相關的決策，以符合住民的需要；

除此之外，日本也藉由地域福祉會議為主的平台，協調町內會和自治會中有

意願提供志願服務的居民，共同參與福利服務的（再）生產。而在上述的討

論中，日本多著重於行政單位在協調與規劃上的專人負責，以及相關行政成

本負擔的討論（大豆生田啟友，2017；沼尾波子，2016；筒井孝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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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強調的是專業行政人員的協調功能，以及公私部門之間共同目標的達成。

然而共同生產概念的運用，在權力分配上如何跨越專業照顧者與非專業

照顧志工的界限，一直以來是爭議的焦點。3共同生產在作為私有化的進入

點之際，被認為是模糊了國家在公共服務提供上應有的責任，同時亦再製了

服務可近性上的不平等風險（Becker et al., 2016: 71–72）。也就是說，當專業

者和志願者的參與和合作關係未能涉及對公共服務提供的決策之際，市場專

業化服務提供組織不僅透過專業權力的壟斷，同時亦藉由市場所有權的擁有

與獲利目標的追求，排除了非專業照顧者的參與權力和發聲機會，從而導致

個人照顧方案可能面臨之個人權利與責任的不連續性。

相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日本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架構中，相關資

料呈現了私人企業、社會企業，或是地緣團體為主的地域營運組織，在與地

方政府成為社會夥伴的同時，因產業、相關制度，以及概念上仍著重於市場

所有權架構和專業化的要求，從而在公私協力的內涵上，涵括了從國家與多

國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社區居民之間如何相互整合的關係。當居民透過

地方政府設立的各種平台參與公共服務的相關決策時，如何確保所有公民在

以非專業的身分參與照顧活動時，同時落實對這些主要來自公共補助之公共

服務可近性，進而落實民主參與，甚至是民主擁有的機制，是日本地方創生

和地域共生社會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而從地區人口老化的數值來看，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政策的成果亦

3  Leyshon等人在英國的老人照顧變革的分析中，指出了因應個人化照顧方案變革而產生之新
照顧空間，不僅有賴於個人和照顧組織之間的互賴和互惠關係，同時亦包括了志願照顧力量

對個人的動員。然而在醫療專業照顧與非正式照顧之間彼此進行相互合作的同時，Leyshon
等人即發現了照顧制度和專業化的邊界，使得前者與後者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這種界

限不僅反映在專業照顧者的會議討論過程中所使用的專業術語、關係，以及可信任性，同時

亦反映在非正式志願者在整體照顧體系上的附加角色與定位（Leyshon et al., 2018: 19–25）。
  對非正式照顧的志願者而言，在參與的範圍和決策權力的有限脈絡下，個人照顧方案的擬定
並未預設其有能力成為積極的共同生產者。換言之，照顧的共同生產在未能打破專業照顧者

和志願者之間的制度與專業化邊界的同時，往往限制了志願者對照顧參與的範圍。因此，在

Dickel等人（2019: 18–19）以黑克松為研究對象之公民技術科學理念型的建構中，即提出了
打破專業和非專業的參與界限，開放專業化技術之黑盒子；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以及民

主機制的建構，公民技術科學試圖成就更開放、涵括，以及創新之當代技術科學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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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差強人意。自 2014年該政策施行以來，則可發現以下的事實：首先，

該政策在高齡化的趨緩上已有一定的成效。以三大都會區來看，高齡化比率

雖由 2014年的 23.8％上升至 2018年的 25.2％；但進一步比較 2014、2015

和 2017、2018的降幅，則由 0.4％減緩至 0.3％，降幅比值為 25％。而就四

大島之過疏地方代表縣（以每一大島的最高老化道或縣為代表）而言，高齡

化的比率則為 29％上升至 32.7％，降幅則由 0.85％降至 0.6％，降幅比值升

高為 29％。上述統計數字代表了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政策，雖對減緩

人口老化的速率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對抑制地方人口往都市移動的效

果，則仍有待強化（如表 9）。

總的來說，日本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在實踐的屬性上可作如下

的歸納：首先，從財產類型來看，地域營運組織的法人化，雖蘊涵了財產擁

有形式轉變的可能；但這些法人化組織在既有市場交換機制和相關社會福利

制度的資格限制下，以私有化為主的財產結構仍是主要的特徵。其次，就交

表 9：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施行以來日本三大都會區與

過疏地方（都道府縣別）高齡化比率 單位：%

三大 年 代 　

都市與

過疏地方

（各大島代表縣）

2014 2015

與去年

相比之

成長比率

（a）

2017 2018

與去年

相比之

成長比率

（b）

降幅

比值

a−b
a

東京都 22.5 22.7 0.2 23.0 23.1 0.1 50

大阪府 25.7 26.1 0.4 27.2 27.5 0.3 25

愛知縣（名古屋市） 23.2 23.8 0.6 24.6 24.9 0.3 50

平均值 23.8 24.2 0.4 24.9 25.2 0.3 25

島根縣（本州） 31.8 32.5 0.7 33.6 34.0 0.4 42

大分縣（九州） 29.6 30.4 0.8 31.8 32.4 0.6 25

德島縣（四國） 30.1 31.0 0.9 32.4 33.1 0.7 22

北海道 28.1 29.1 1.0 30.7 31.3 0.6 40

平均值 29.9 30.75 0.85 32.1 32.7 0.6 29

資料來源：内閣府（2014; 2016; 2018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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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機制而言，地方創生政策交付金對地方特色產業化的引導，固然回應了地

方人口社會減少的問題；但照顧產業化與（去）商品化的發展趨勢，使得照

顧服務提供仍建立在貨幣為主的交換基礎上。第三，對雇用型態而言，專業

化照顧服務與志工參與的結合，在市場階層化與志工參與意願的持續低落

下，市場專業化的照顧服務與就業型態仍將是最主要的類型。第四，就權力

分配而言，以共同生產形式為主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架構，主要仍集

中權力在專業者與財產擁有者的身分上，而難以形成社區的共同事務。綜合

上述的四個面向，本文認為日本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政策，在倫理行

動上仍較為傾向市民經濟中的市場經濟形式，同時混合了部分財產擁有民主

的修正；至於公民經濟中所強調的公民德性、責任，以及社區情感的凝聚

等，則較為缺乏。

伍、結論

本文以倫理行動作為市民經濟與公民經濟的主分類，並輔以市場、財產

擁有民主、共同事務和社區經濟的子分類架構，分析日本地方創生與地域共

生社會連結所具有的制度連結與政策意涵。研究結果顯示，日本自 2015年

以來的改革，不僅正逐漸面臨著中央化—去中央化的都市與地方的多元經濟

發展路徑，且在照顧體制上，亦逐漸從原本以家庭為主的照顧體制，轉向日

本型的社會（亦或社區）照顧體制。然而在此同時，我們亦觀察到這樣的發

展是有限移轉：在以私人財產為主要形式的地域營運組織或NPO中，以市場

之貨幣交換為主的照顧服務提供，和專業就業╱志願利他服務為主的雇用型

態，以及以共同生產形式為主的權力決策形式，雖部分修正了市場經濟的個

人利益傾向，並力圖朝向財產擁有民主所強調的互惠理念前進，但在缺乏對

既有制度的大幅修正下，仍在市場經濟原地踏步，並停留在以自利為基礎的

市民經濟倫理行動範疇中。

從理論的規範層面來看，日本以市場經濟為主要架構的地方創生政策，

以及以照顧產業化為主的地域共生社會，仍將面臨照顧資源的階層化與商品

化問題。事實上，以就業機會創造來回應地方人口減少，除了在雇用型態上



36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回應了就業機會成長的目標外，並未對社會再生產長期以來面對市場交換機

制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行回應。當我們對照以道德和自利為基礎之市民經濟的

各個面向時，可以發現私人產權的限制、以貨幣為主的市場交換、就業╱志

工的階層化，以及權力分配的排除等，均突顯了公民經濟在這些面向上所面

對的公民德性與責任之倫理行動的意義，以及日本地方創生和地域共生社會

面臨的限制。而對財產權概念的擴大、對社區認同情感為基礎之交換、對工

作的多樣性肯定，以及對社區決策參與權力的共享，則強調了以社區為中心

的互助團結、地方居民的公民參與，以及基於對地方認同而來的情感交換。

日本傾向市民經濟的地方創生與地域共生社會的政策架構，有著以下的

問題值得未來作進一步的探究：首先，對於地方社區的共同體營造，如何透

過多樣化的財產權形式，以作為重塑社區居民認同地方的中心，將是首要的

挑戰。其次，面對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浪潮，以及照顧產業和市場專業

化的趨勢，國家如何強化社區居民的自主團結，形塑不同於市場的社區交換

機制，以減低市場對公民在照顧資源可近性的排除，將是未來的重心。第

三、社區正式照顧在依賴專業化人員處理的同時，如何藉由制度化的方式，

提高公民非正式照顧的參與意願，並降低對正式照顧資源的依賴，將是在強

調市場重分配和就業機會創造的同時必須面對的課題。第四，對地方社區居

民而言，伴隨照顧產業化和社區共同事務化的同時，如何強化社區居民的權

力參與，進而確保公民權利和責任的連結，則涉及了公民地位的制度重組。

而以公民德性和責任為中心之公民經濟倫理實踐途徑，不僅有助於日本地方

創生和地域共生政策架構的反思，對於正開始落實地方創生和社區整體照顧

體系的臺灣，亦有學術、政策，以及實務參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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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まち•ひと•しごと創生「長期ビジョン」「総合戦略パンフレット」〉。2018年 12
月 30日，取自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info/pdf/panf_vision-sogo.pdf 
(Headquarters for Overcoming Population and Vitalizing Local Economy in Japan, 2018, 
“Town, Population, Work Innovation Long-term Vision,”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8, 
from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info/pdf/panf_vision-sogo.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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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ontext of the local revitalization and regional 
care-centered society policies nexus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welfare state regime 
reconstructive theory and the ideal typ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l economy and 
civic econom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deal type, related polic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s well as collecting official data, we can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ivil economy in Japan, including private ownership, market distribution mecha-
nisms, its employment centered with a volunteering periphery, and limited par-
ticipation in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I use the idea of civic economy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 of Japan’s related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the diversity of ownership, exchange mechanisms based on community 
recognition, the equal value between employment and voluntary work,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mmunity’s civ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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